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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是地缘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合力的产物.随着

中国的对外开放,澳大利亚学者开始进入中国从事田野调查,使得借助文献研究为主的

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高层政治研究开始转向丰富多彩的当代中国社会研究.至于其当

代中国研究的基本特点,可以从澳洲国家战略、学科整合以及澳洲学者的中国经历三个

方面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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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胎于传统汉学(Sinology)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ChinaStudies),亦被澳

大利亚政界称为后汉学,“后汉学直面再度崛起的中国,是了解当今中国的更为

成熟的方式是全面接触华文世界的充满活力、生气勃勃的当代中国汉

学”〔１〕.从１９世纪末期开始,地处亚洲,毗邻中国的地缘政治使得澳大利亚人从

来就没有丧失对中国的兴趣,随着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推行与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

田野点的渐次开放使得田野调查法(MethodologyofFieldWork)成为澳洲学界

全面接触当代中国社会,认识和了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的主要方法,从而促成了

以文献研究为主的传统汉学和当代中国高层政治研究开始转向丰富多彩的当代

中国社会研究.
澳洲的中国研究起步虽晚,但成绩斐然,特别是近年澳洲中国研究著作频频

获得列文森奖就是一项极好的证明〔２〕,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

基本特点进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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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相关背景

自１９０１年建国以来,澳大利亚这个地理位置上属于亚洲,而以欧洲移民为

主的西方国家如何定位自身,无疑会影响其中国研究的底色,而这种底色也因此

成为澳洲中国研究与其他西方国家中国研究的显著区别.也就是说,澳洲中国

研究是地缘政治与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合力的产物.
(一)一个身处亚洲的西方国家的地缘政治思维(１７８８－１９４５)
像许多其他英国殖民地一样,澳大利亚是作为白人殖民地而建立的.从

１７８８年到１８６８年间,英国在澳大利亚流放了多达１６８,０００名囚犯,囚犯及押解

囚犯的军人是澳洲早期移民的主体.随着澳洲金矿的开采以及英国移民奖励政

策的出台,自由移民才逐渐成为移民的主体,但是这种囚犯流放地的烙印,对澳

洲早期移民的心理形成了深刻影响,即他们需要不断寻求母国的认同,来增强自

己身为不列颠人的自信心,或者说是以各种方式来确认自己属于西方世界中的

一员.１９０１年,联邦政府通过的«１９０１限制移民法案»(简称白澳政策 White
AustraliaPolicy)就是一项限制亚洲移民的“种族纯净”政策,规定有色人种入境

必须受到严格管制,并且需要通过语言测验.时至今日,澳洲总人口的８５％是

欧洲移民〔３〕,其中尤以英格兰—爱尔兰裔的比重最多(英裔为３３．９％,爱尔兰裔

为１０．２％),亚裔移民只占１２％.
此外,澳洲最初只与英国随后是美国保持贸易关系,而且在外交上只关注与

母国的关系,甚至直接由英国来代表自身,这种追随母国的心态,使得澳大利亚

作为英国军队中的一员曾参加过历次远离澳洲本土的战争,如镇压中国的义和

团运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战争,只不过后者是在美国的冷战思

维影响下追随美国的行为而已.
由于这种远离欧洲大陆而毗邻亚洲的地理位置,使得澳洲人总担心自己会

被西方世界遗弃,对亚洲黄种人可能带来的威胁特别敏感,“满清皇帝有意南侵”
的流言一直绵延不绝.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瓦解了英、美军队在东南

亚的防线并已兵临澳洲本土,在其北部城市达尔文港投下的炸弹远远超过了投

在瓦胡岛美军基地的总数;再加上日军的潜水艇日夜出没于澳洲的近海水域,
“东京玫瑰”〔４〕时刻不停地向这个“太平洋孤儿”招降,从而使得澳洲举国上下陷

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１９９９年,沃克(David Walker)在«澳大利亚与亚洲»一书中,就回顾了从

１８５０至１９３９年间,澳大利亚人关于亚洲的这种“焦虑＋疑虑＋顾虑”认知的形

成过程,认为这些认知至今尚存并且时有显现.
(二)实施全面面向亚洲的多元文化政策(１９５０－)
随着国际政治的急剧变化和东亚经济的崛起,澳洲政界和商界人士意识到

能否利用好自己身属亚太地区的地理优势,将是澳洲未来是否继续繁荣的关键,
于是,联邦政府不再坚持自己只属于西方,开始对亚洲移民政策做出重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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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改善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如１９５０年开始实施援助亚洲国家的“科伦坡计划”,
即亚洲国家的学生可以到澳大利亚的大学念书,这一举措有助于瓦解主流社会

对非欧裔种族的歧视态度.随着亚洲移民政策的松动,澳大利亚人口已从立国

之初的４００万人(１９０５年)逐年增加到１０００万(１９５９年)、１７００万(１９９０年)、

１９００万(１９９９年)和２３００万人(２０１２年),其中海外移民是澳大利亚人口净增长

的重要因素,因为澳洲本土人口的生育率已从１９６１年的３．５５人下降为２００１年

的１．７４人.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在美国民权运动的影响下,澳洲学者开始对“被偷走

的一代”〔５〕进行反思,１９６７年促成政府实施公民投票让土著居民获得了公民权.

１９６５年澳大利亚工党从其政纲中删去了白澳政策,１９７３年政府正式宣布废除

白澳政策.澳大利亚开始执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其主旨就是尊重包括原住民、
移民在内的各类少数民族的主体价值,承认并支持少数族群保留自己的文化传

统.１９７８年,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澳大利亚正式成立了播送４０多种语言的

特种广播服务电台(SpecialBroadcastingService－SBSRadio),到 １９８５ 年,该
广播电台已能播送６８种语言节目;１９８０年,澳大利亚还正式建立了世界上唯一

的能用６０多种语言播出节目的电视台(SBSTV).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后,在亚洲各相关协会报告的一致倡议下,联邦政府开始

将亚洲研究列为国家的重点研究领域,并投入大量资金支持亚洲研究及相应的

语言教学项目.特别是１９９０年以后,当时的首相基廷(PaulJohnKeating)提出

了“全面面向亚洲”的政治主张;从１９９５－２００２年的８年间,联邦政府共拨付２
亿多澳元推广亚洲语言,形成了整个９０年代的亚洲语言热.２００７年大选时,陆
克文承诺当选后将积极推广亚洲语言〔６〕.２００８年,联邦政府根据«亚洲语言教

育白皮书»设置了“澳大利亚亚洲语言教育基金(TheNationalAsianLanguages
andStudiesinAustralianSchools－NALSAS)”,并于次年开始实施,即在４年

中补助四种亚洲语言教育(汉语、印尼语、日语和韩语)６２４０万澳元,使学习这四

种语言的人数从６％上升到１２％.２０１２年,吉拉德政府发布的«亚洲世纪中的

澳大利亚白皮书»主旨就是“加大教育、培训领域投入,增加对亚洲语言和文化的

了解鼓励澳大利亚与亚洲发展社会及文化联系等”〔７〕.
(三)澳洲知识界对中国的关注由来已久(１８９５－)
中国在西方世界里代表着亚洲的最东方,是一个完全不同的异域世界,因

此,西方知识界充斥着大量关于中国的期望、恐惧、神往和噩梦的迷思.就澳大

利亚而言,这种对中国是“另一个世界”的认知又往往与“(中国就在)我们北面不

远处的”的“同一个世界”的现实感强烈地交织在一起.也就是说,澳洲社会在理

解什么是中国时,也部分地回答了澳洲中国研究是什么的问题.

１８９５年,莫里逊(GeorgeErnestMorrison)出版了«一位在中国的澳大利亚

人»,由于他具有在“满清帝国行将逝去的枯骨下看到一个新生命的跳动的

不凡见识”,这使作者声名远播,两年后被«泰晤士报»(TheTimes)任命为首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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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驻北京记者.

１９１７年,费子智(CharlesPatrickFitzgerald)就是在«泰晤士报»上读到莫里

逊的两篇文章,才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选择云南的大理进行田野调查,

１９４１年在伦敦出版了他的民族志作品«五华楼:云南大理民家的研究»(中译本,
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６年).

随着中国经济的起飞,澳大利亚知识界开始思考澳中关系和澳大利亚的身

份与定位.费子智认为中国研究不仅仅是对中国某个奇风异俗所进行的文化或

政治个案研究,澳大利亚应摆脱追随英美的思维方式,争取吻合自身利益的对华

关系.１９７２年,澳洲首任驻华大使费思芬(StephenFitzgerald)出版了«中国和

海外华人:以１９４９－１９７０年的北京政策变化为例»,１９７７年和１９８０年又连续出

版了«中国与世界»和«澳大利亚人视野中的７０年代的中国»,从澳大利亚人的立

场分析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以来的澳中关系,提出澳洲政府要加强对中国的了解,
维系各个层面的关系;在１９９７年出版的«澳大利亚是一个亚洲国家吗?»一书中,
费思芬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全面阐述了澳大利亚在亚太地区的位

置,这些都为后来澳洲政府将重心转向亚洲提供了决策参考.

１９８２年格里菲斯大学的(GriffithUniversity)马克林(ColinMackerras)出
版了«现代中国:从１８４２年到今天»;１９８５年与人合编了«从恐惧到友谊:澳大利

亚对华政策１９６６－１９８２»;１９８９年他的代表作«西方的中国想象»(中译本名为

«我看中国———１９４９年以来中国在西方的形象»,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梳理了西方对古代中国、现代中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认识,认为中国从来就不

是西方可以简单投射自己种种奇思怪想的屏幕———或乌托邦或世界末日;在

２００８年出版的«１９００－１９４９年中国的变化»一书中,马克林还认为中国在西方的

形象不仅取决于中国本身,同时还取决于西方各国的心态和利益考量.

１９８５年,安德诺斯(EricAndrews)的«澳大利亚与中国———朦胧的关系»
(中译本,«澳中关系史»,厦门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出版,概述了自１９世纪４０
年代至１９８３年弗雷泽(JohnMalcolmFraser)政府下台期间的澳中关系史,对

１９４９年以后澳大利亚政府未能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诸多历史原因做了较全

面的分析,认为“随着世界交通信息的发展,两国关系会日益密切起来由此

可言,澳大利亚、中国和中国人的历史是有无限益处的研究课题”〔８〕.

１９９６年,费约翰(JohnFitzgerald)的«唤醒中国———国民革命中的政治、文
化与阶级»(中译本由三联书店于２００７年出版)出版并于两年后再版,认为西方

对于中国具有唤醒作用,其中也有中国自身的觉醒,此书在欧美的政界和读书界

都产生了较大影响;２００２年,他又出版了«加强澳洲人对亚洲的了解»一书,特别

提出澳洲人要转变对中国以及整个亚洲的观念,加强与当代中国的各种联系.

二、从传统汉学到当代中国研究的澳大利亚中国研究

从澳洲中国研究的机构设置、教职安排、学术活动和出版刊物来看,传统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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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研究和当代中国研究都是并驾齐驱的,当然,由于后者侧重“中国在未来社会

中将会带给我们什么”,更容易吸引商界和政界的眼球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
然而,“历史并非仅是学术课题”,没有对中国古代文化的把握其实是无法理解当

代中国社会的,更无法真正做好中国研究.当然,传统汉学的社会科学化是整个

海外汉学的发展趋势,澳大利亚的中国研究也概莫能免.
(一)以古代汉语为基础的中国历史文化研究

汉学研究起源于１６－１８世纪耶稣会传教士对中国古代典籍的翻译与整理,
此后发展到对中国历史、语言、文学等方面的研究,到１９世纪中叶汉学研究进入

鼎盛期.一般说来,汉学研究就是通过对各种文字材料进行校勘和比对,揭示古

代文化之间的联系与演化,因此汉学家除了要掌握古代汉语外,还需要掌握梵

语、巴利语、藏语、阿拉伯语、波斯语以及突厥语等一些与中国相邻地区的语言,
也可以说,汉学研究就是一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历史研究.

澳大利亚汉学是沿袭牛津及剑桥大学的传统汉学模式发展起来的,即通过

古代汉语的语言教学让学生掌握高水平的文本阅读技巧,从而为进行中国古代

文学、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打下基础.１９１８年悉尼大学成立了东方研究

系,进行古代汉语教学;１９４７年东方研究系因生源等原因停办;１９５５年又重新恢

复,并于次年招生授课.随后,澳洲各大学也相继成立了汉语教学机构,随着汉

语教学的繁荣,澳洲高校迎来了汉学研究的红火阶段.如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澳

洲国立大学(AustraliaNationalUniversity)远东历史系,研究生的论文主题远

自商、周,下迄民国,内容包括“西周王室及诸侯间的政治平衡、墓葬制度、宋遗民

史学史的形成过程、清期扬州的衰落、章太炎生平及思想、国民党左派、国民政府

对学生政治运动的态度、北伐前国民党在广东及上海地区的宣传、清党与帮派政

治”〔９〕等内容.
澳洲汉学研究大致包括中国的哲学、文学、戏曲、园林、图书收藏、汉语翻译

史、东西方文化接触史等内容,研究者中既有华裔背景的学者,如刘渭平关注清

代诗学,王庚武着重唐及五代史,柳存仁长于道教史、明清小说和中国古籍等研

究;也有欧美澳背景的学者,如毕汉思(HansBielenstein)专注中国古典文学与

汉代历史,马悦然(Goran Malmqvist)致力于音韵学、哲学与翻译,狄庸(Jan
WilliamDeJong)主攻梵语与藏语佛教经典,马约翰(JohnMakeham)关注中国

儒教、中国传统文化认同和精英阶层的历史等,明约翰(JohnMinford)主攻中国

古典、现代和当代文学作品的翻译和研究,马克林关注中国戏剧尤其是中国京剧

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以京剧为内容的多本著作(１９７２,１９７５,１９８１,１９９０).
由于汉学是将文献版本学、文本释读和历史事项的推演结合在一起,到目前

为止得到普遍认可的汉学成果都是语言学与历史学的结合之作,因此,汉学家的

入门功夫就是要熟练掌握古代汉语,而对于非汉语母语学习者来说要学习古代

汉语的难度是非常大的.直到１９６９年,国立大学才将汉语教学分为古代汉语和

现代汉语两组,学生主修现代汉语的须选修一年的古代汉语;主修古代汉语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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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选修现代汉语.
(二)以现代汉语为载体的当代中国研究

到了１９９６年,澳洲已有３０所高校进行汉语教学,有些虽然承袭传统汉学模

式进行古汉语教学,但更多的还是倾向于教授现代汉语,特别是各个高校在中国

研究或者亚洲研究名目下,都开设有包括汉语在内的亚洲语言课程,为学生和相

关人员阅读中文文献和到中国从事田野调查创造必要的条件.

１．中国高层政治研究(１９４９－)
以１９４９年作为一个分水岭,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使得西方学术机构意

识到发展有关当代中国研究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中国政治精英和高层政治史受

到了澳洲学界的高度重视,内容包括中国革命史、中国共产党史、毛泽东思想、文
化大革命、大跃进、邓小平政治思想和社会主义转型等.总的来说,高层政治研

究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生平和传记.如１９９０年古德曼(DavidGoodＧ

man)出版了«邓小平传»,１９９４年他又出版了«邓小平与中国革命»(中译本,«邓
小平政治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９９１年泰韦斯(FredTeiwes)
出版了«中国的领袖、合法性与冲突:从超凡魅力的毛泽东到继承政治的邓小平»
一书.

第二类是专题研究.如１９５３年费子智出版«中国革命»和１９６４年出版«中
国共产党的诞生»,以前者最为著名,１９８５年该书又再次出版,包括“中国革命的

起源”“中国革命与西方列强”“建国三个时期”“基督教与中国革命”“革命与传

统”“中国革命与远东各国”“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的前景”等内容.１９９９
年,泰韦斯与莫纳什大学(MonashUniversity)的孙万仁(WarrenSun)合作出版

了«中国的灾难之路:１９５５－１９５９年毛泽东、中央政治家和省级领导层与大跃进

的出现»,认为大跃进的出现是人为因素和制度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特别是政

府的关键部门如国家计委、商业部和财政部以及省级和地方官员等,对大跃进政

策的制定都负有着重要的责任.１９８５年,奈特(NickKnight)与马克林合作出

版了«马克思主义在亚洲»,认为毛泽东在不抛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的前提下,
将产生于１９世纪欧洲工业化条件下的原理应用于农民占人口大多数的中国特

殊历史条件和文化环境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从而成功地领导了中

国革命.里克曼斯(BelgianPierreRyckmans)以西蒙利斯(SimonLeys)为笔

名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研究成果.１９８５年,陈佩华(AnitaChan)
出版了«毛泽东的孩子,红卫兵一代的个人发展与成长经历»(该书同时以中文简

体和中文繁体在大陆和台湾出版).１９９６年,白杰明(GeremieR．Barmé)也出版

了«毛泽东的不为人知处:大人物的身后文化»一书.
第三是论文集.１９９４年,泰韦斯利用中国国内纪念毛泽东诞辰１００周年时

出版的各种资料编辑出版了论文集«毛泽东思想领导地位的确立:从王明归来七

大的召开»,认为毛泽东之所以能从１９３８年六届六中全会起在党内享有最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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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除了整个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外,还有共产国际、党内安全机构和军队所起的

作用.

１９９７年,奈特等人还编辑出版了«对毛泽东思想的评析»一书,全书共分为

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详细介绍西方毛泽东研究中一些主要派别代表人物、观点

和主张;第二部分主要讨论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第三部分分析了毛

泽东思想在南美、印度、越南、日本以及菲律宾等地的影响.近年,奈特利用最新

发现的毛泽东文稿,又出版了他的新著«关于毛的再思考:毛泽东思想探微»(中
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４年),他将毛泽东作为一个社会主义领袖和马

克思主义者进行分析,考察了毛泽东对于农民和工人阶级在中国革命中所起作

用的认识,以及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认识和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的理解.

１９９６年,安戈(JonathanUnger)主持编辑了«中国的民族主义»集中论述中

国的民族主义问题,认为这是中国政府在目前改革开放的情况下,保持政权稳

定、经济增长和民族自豪的核心理念;１９９６年,安戈等人还合编了«社会主义之

后的中国:步入东欧还是东亚后尘»;１９９９年,安戈等人出版了«亚洲社会主义转

型:中国与越南的比较研究»,从历史的渊源对中国和越南两个社会主义国家能

在亚洲站稳脚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从而回答了社会主义在亚洲是否还能继续

发展的问题.
正如泰韦斯在«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一文中所说,由于中国政治研究学者

依据的主要是欧美或者是香港〔１０〕和台湾出版的有关书籍为主,史实范围不够宽

广,史料真实性难以保证,从而使得澳洲的中国高层精英政治研究成果存在一些

显而易见的问题,并以古德曼的«中国的国家机构、经济和领导权»一文为例,“由
于缺乏文化敏感性,只注意到国家机构的重要性,却忽视了毛泽东的决定性作

用”〔１１〕.当然,除了史料的局限外,澳洲中国研究把中国材料纳入西方已有的理

论框架中去加以解释的现象也较为普遍,例如古德曼对大跃进的理解,可以清晰

地看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西方政治科学中“新制度学派”的影响.

２．当代中国社会研究(１９７８－)

１９７０年,在福特基金会资助下,国立大学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该中

心主要对１９４９年以后当代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诸方面进行

学术研究.该中心定期出版«中国研究»半年刊(«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是其

前身,封面大书“澳中”两个汉字),刊登的文章尤其侧重对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的经

济改革、农村问题、毛泽东研究以及澳中关系等方面的研究.作者遍及澳大利

亚、英国、美国、日本、新西兰和荷兰等国家和地区,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国外当代

中国研究的热点变化和研究趋势.
从１９７１年起,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编辑出版了一套中国研究书系,自１９９１年

起该书系由纽约的夏普(M．E．Sharpe)公司出版,到２００８年止已经出版了２６本

专著或论文集(如下页表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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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当代中国研究书系部分书目名称

资料来源:http://rspas．anu．edu．au,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

在当代中国研究中,关于中国经济方面的研究成果最为引人注目.如阿德

莱德大学(UniversityofAdelaide)的沃森(Andrew Watson)长期致力于中国农

业研究;迈克奎瑞大学(MacquarieUniversity)中国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的亨德

里斯克(HansHendrischke)主要潜心于中国经济发展方面的研究;国立大学的

郜若素(RossGarnaut)在中国经济改革、所有制转型、私营经济等方面有专著出

版;此外,华裔学者宋李钢在国际经济发展和政策、经济地缘政治、经济增长与气

候变化、中国经济转型等方面多有著述;陈顺来在中国与全球化经济、中国农业

和食品安全、世贸组织与地区贸易协定等领域也有专文发表.

１９７８年以后中国研究成果数量大增,主要是得益于研究方法突破了传统汉

学与政治研究只能依据文献资料的局限,研究者可以通过在香港做访谈和到中

国内地做田野调查两种形式来收集写作材料.如１９７０年以后,大量的中国大陆

移民从各种途径涌入香港,他们中有农民、知青、工人和红卫兵等成为西方研究

者了解中国内地情况的信息报告人.如陈佩华、赵文词等人通过对２３位陈村村

民的２２３次访谈,成功地构建了一幅中国社会样貌与村落个人图像,揭示了在国

家与社会互动背景下华南农村近２０年来的社会变迁,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陈村研

究(A．Chan,R．Madsen,& J．Unger,ChenVillage:TheRecentHistoryof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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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santCommunityinMao＇s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

１９８４),１９９２年,该书由香港牛津大学以中文繁体版出版.

三、澳大利亚中国研究的基本特点

澳洲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包括土地利用、贸易组织和劳工权益、农村社会和政

治变迁、谷物市场改革、加入世界贸易组织(TheWorldTradeOrganization)对
中国农业的影响、在华外商投资、中国公司的国际化、国际贸易和经济政策、公共

社会安全影响、流动妇女生存状况等内容,那么,澳洲中国研究有哪些基本特点

呢?
(一)澳洲中国研究系国家战略

１９７２年中澳两国正式建交后,政府和基金会对澳洲中国研究起到了重要推

动作用.澳大利亚的研究经费(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由澳

大利亚研究理事会(AustralianResearchCouncil－ARC)负责项目的拨款,资助

国内大学的高水平研究,尤其是澳洲高校主要集中了全国超过６０％以上的研究

人员.成立于１９４６年的国立大学是澳洲唯一一所联邦政府大学,其多个学院和

中心也是中国研究的重镇,如亚洲与太平洋学院(CollegeofAsiaandthePacific
－ CAP).由于国立大学中国研究的突出成绩,促使联邦政府加大了对其的建

设力度.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在国立大学的第７０场莫里逊讲座(TheGeorgeE．
MorrisonLecturesinEthnology)上,陆克文当场宣布联邦政府将出资５３００万

澳元新建一个以国立大学为基础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Centeron
ChinaintheWorld),呼吁更多的商界人士和基金会能在政府的带动下注资建

设这个新中心.现已成立的“中华全球研究中心”的研究核心包括〔１２〕:“中国的

日常生活、中国的公平正义、中国节奏、中国文字、中国时间、中国城市化、澳中关

系等”.
除了国立大学外,悉尼科技大学(UniversityofTechnology,Sydney)、新南

威尔士大学(UniversityofNewSouth Wales)、悉尼大学(UniversityofSydＧ
ney)、莫纳什大学和格里菲思大学等都设有中国研究中心.２０１３年４月,墨尔

本大学(UniversityofMelbourne)成立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就是希望能够响应澳

大利亚政府在“亚洲世纪白皮书”中所提出的愿景,让澳大利亚在未来抓住亚洲

崛起的机遇,实现更大的繁荣和发展.
在澳州知识界的推动下,１９９２年澳大利亚政府把“中国问题研究作为国家

战略”(NationalStrategyforChinaStudies－NSCS).进入２１世纪后,从澳洲

政界的角度来看,一个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更加完美的地区架构对亚太地区

的未来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无论讨论经济增长或者气候变化,区域安全或者国际

政治时都不能回避中国所发挥的作用.２００８年４月,陆克文在北京大学演讲时

对澳中关系的定位是:“在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里,我们是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在

政治和经济上,连我们所呼吸的空气都是一体的”,因此,以关注“中国将在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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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秩序中如何发挥作用”以及“中国在未来社会中将会带给我们什么”的当代

中国研究逐渐成为显学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中国研究具有科际整合优势

众所周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体制是一种双轨结构:一条路径是学科

(Disciplines),另一条是区域研究(AreaStudies).研究性综合大学在组织上有

一个以院系为单位的系列,还有一个以研究中心或研究所为单位的系列.前者

以学术性的学科教育为本,后者以应用性的地区研究为本.教师大多兼具双重

归属,一是属于某个学科(如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二是属于某个

地区研究(如非洲研究、中国研究、南亚研究).这种双轨结构在运行上具有明显

的优势,因为学科系列有利于学术知识的传承、积累和创新,地区研究系列则便

于为国家和社会提供专门知识服务,获得资源反过来为学术与学科建设服务.
如国立大学的４０多位中国研究人员和从事中国研究的博士研究生６２人,分属

亚太学院、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心、经济和政府学院、法学院、医学与健康学院、艺
术和社会科学学院、商业与经济学院,涉及人类学、考古学、经济学、历史学、国际

关系学、语言学、政治学等不同学科领域,具有显著的科际整合特征.
其实中国研究的这种科际整合特点也体现在国立大学成立“中华全球研究

中心”的思路上,“将学者、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从相互分隔的学科和系际窠臼中解

放出来在这个中心里,学者、思想家和政策专家能够采取一种全面的工作方

式,使那些从事与中国相关的公共政策、环境、社会变化、经济学、贸易、外交政

策、国防政策和战略研究实务的专业人士,与中国的历史、文化、文学、哲学的研

究融合”,使其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学者、媒体、政策制定者和高层商业人士搭建

与中国高层对话的平台.
再以具体的学科社会人类学为例,在欧美国家,社会人类学是一门基础学

科,社会人类学特征鲜明的研究方法和长时段的民族志田野工作,为人类学家提

供了深度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契机,使得他们能从文化多样性的视角解读不同

生活方式中人们的社会空间和彼此关系,而且还能为思考自身社会和社会关系

提供一个整体框架.在澳洲３９所国立或公立综合大学中就有〔１２〕几所开设了人

类学课程〔１３〕,其中更有几所大学还专门设立了人类学系,除了拥有完备的学位

与非学位教育体系,还为非本专业的学习者提供专业课程进修和暑期学校等学

习经历证明.如悉尼大学的本科课程如表２所示.
表２　２０１０年悉尼大学社会人类学本科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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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http://www．sydney．edu．au,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

再以该校硕士阶段的发展研究为例,课程内容包括发展理论、亚洲研究、发
展研究、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国际教育、人权、语言学、和平和冲突研究、公共卫

生/健康、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和社会工作等１２类８３门必修与选修课等.
由于社会人类学较好地体现了学科与区域研究的科际整合特点,也为中国

研究储备了大量人才.如纽卡索大学(UniversityofNewcastle)的罗莎里奥

(SantiRozario)、萨缪尔(GeoffreySamuel);悉尼大学的康纳(CindaConnor)以
及维多利亚大学(VictoriaUniversity,Melbourne)的史蒂文森(MarkStevenＧ
son)等人均有基于中国田野的民族志出版.

(三)中国研究人员的中国田野经历

正是由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复杂性,使得以人类学田野调查为主的方法逐渐

成为了解中国社会必不可少的手段,特别是中国田野点的渐次开放使得澳洲学

者可以通过中国田野获得丰富的第一手材料,一方面可以让学者们延续自己的

学术生命力,另一方面也为其中国研究转型创造了条件,提升澳洲中国研究的整

体水平.如１９９２年,陈佩华等人在实地考察了改革开放后出现巨变的陈村,写
下了«当代中国农村历沧桑:毛邓体制下的陈村»一书,２００９年该书以«陈庄:全
球化中的变革»为名再度出版.现在“陈村”系列已成为海外中国研究者理解２０
世纪５０年代到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农村社会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

在澳洲中国研究者中,非华裔身份的不少人都曾到过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

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进修过汉语或者教授英语,更有一些人与这些大学和研究机

构保持着长期的合作关系.如１９６４年,自马克林首度访华后,先后执教北京外

国语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其间他往返中国超过５０次,包括前往西藏、新疆等少

数民族地区进行田野研究,他在访谈中全程使用汉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

西藏自治区等普通话不普及的地方,才会通过翻译进行访谈”〔１４〕.

１９９５年,古德曼再版的«邓小平与中国革命»就是在１９９０年英译本«邓小平

传»的基础上,得到山西太原市政府和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党史研究室的协作,增
加了邓小平在太行山根据地活动等内容;２００２年,古德曼在«中国季刊»１２月号

发表的«地方政府机构的特点:１９９０年以来山西的中央政府机构、地方政府机关

和县级政府»一文中,也大量使用了他在山西收集到的调查资料.
安戈从就读加州柏克利大学时就开始关注中国研究,１９７１年他以«远东经

济评论»记者身份在香港工作,并以此身份踏上了中国土地,此后,他更是深入到

偏远的云南苗族村寨去做田野研究.他还指导过多名博士研究生从事中国研

究,内容从云南白族的自我认同、阿昌族的茶叶贸易到新疆的石油与水研究等.
杰华(TamaraJacka)曾从事当代中国社会与政治课程教学达１０年之久,在

北京大学做过访问学者,此后就与北京大学建立了长期的项目合作关系.她关

注当代中国的性别关系和社会变迁、妇女的城乡流动、性别与发展等主题,曾用

数年时间调查了北京海淀区民工聚居地女性农民工的生活,描述那群出走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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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首都谋生的底层打工妹的生存境况.２００６年她的«城市化中的农村妇女:性
别,流动和社会变迁»出版,同年该书的中译本作为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之一由江

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７年该书在美国被评为年度最好的东亚人类学著作,获
得人类学协会颁发的弗兰茨奖.

在澳洲中国研究中,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包涵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华

人社区在内的这样一个大概念,特别是近年学界对澳洲华人的研究新作频出,代
表着澳洲中国研究的新趋势.如罗斯(EricRolls)的«旅居者们»(１９９２)和«公民

们»(１９９６)(中译本,«澳大利亚华人史(１８８８－１９９５)»,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
年);费兹杰尔德(ShirleFitzgerald)的«悉尼华人史»(１９９８);瑞安(JanRyan)的
«祖先:澳大利亚联邦时期的华人»(１９９５)和«中国女性与地球村:一个澳大利亚

的网站»(２００３);琼斯(PaulJones)的«澳洲中国人之旅:旅行、移民和定居的记忆

１８６０－１９７５»(２００５);隆(NikkyLoong)主编的«从祖母到孙女:六个澳洲中国妇

女的故事»(２００６)和费约翰(JohnFitzgerald)«大谎言:白澳政策中的澳洲中国

人»(２００７)等.其实正如澳洲华人研究的电子期刊«中国南方的华人研究»的转

向一样,澳洲华人研究早已顺应学术界对主体性和身份认同的关注,开始书写非

一元化特质的华人群体,特别是随着澳洲学者的介入,澳洲华人移民的生活、抗
争和对澳洲做出的贡献,以及曾经的白澳政策对华人的普遍歧视和排挤都得到

了更为客观和深刻的表现,极大地改善了澳洲主流社会对华人的偏见和误解,有
利于两国之间建立互信与沟通机制,促进亚洲乃至世界的和平与繁荣.

注释:
〔１〕２０１０年４月２３日,澳大利亚第２６届总理陆克文(KevinMichaelRudd)在第７０届莫里逊讲座的

演讲稿.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由陆克文担任澳洲第２６届首相,从２０１０年６月２４日起由茱莉亚吉拉德(JulＧ

iaGillard)担任澳洲第２７届首相.２０１３年６月２７日,陆克文击败吉拉德,再次出任澳洲首相,２０１３年８
月,在正式选举时,陆克文落败于工党领袖托尼阿博特(TonyAbbott),无缘首相职位.

〔２〕章立明:«澳洲中国研究成绩斐然的原因»,«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３〕http://www．baike．baidu．com,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５日.

〔４〕二战期间,日军为了瓦解盟军士气进行心理攻势而特设的东京广播电台零点节目.

〔５〕«被偷走的一代»,«世界知识»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６〕２００８－２０１０年,由陆克文担任澳洲第２６届首相.

〔７〕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２０１２－１０/２８/c_１１３５２２８４４．htm．
〔８〕EricAndrews,AustraliaandChina:TheAmbiguousRelationship,Melbourne:MelbourneUniverＧ

sityPress,１９８５,p．１２．
〔９〕何汉威:«澳洲国立大学的汉学研究»,«汉学研究通讯»１９８３年第２卷第３期.

〔１０〕１９６３年,西方研究中国大陆的学者在香港设立了“大学服务中心”,专为海外到香港来从事中国

研究的学者服务,直到中国对外开放以前,中心成为西方中国研究学者的大本营.１９８８年,中心加入香港

中文大学,１９９３年,它更名为“中国研究服务中心”.

〔１１〕〔澳〕弗雷德泰韦斯:«西方的当代中国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６期.

〔１２〕http://ciw．anu．edu．au/２０１５－０１－０６．
〔１３〕UniversitiesAustralia,http://www．universitiesaustralia．edu．au/page,２０１０年８月２５日.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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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有注明外,该部分资料皆来自此网站的相关链接.

〔１４〕ColinMackerras,SomeIssuesofEthnicandReligiousIdentityamongChina’sIslamicPeoples,

AsianEthnicity,２００５,６(１),pp．３－１８． 〔责任编辑:刘　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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